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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电影女性明星文化研究

厉震林　王　晶

摘　要：新时期电影女性明星文化的研究，既是从表演角度阐释中国电影美学演变的文化意义，同时

也为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变迁提供影像表演的参照元素。文章分别以潘虹、巩俐、章子怡和

范冰冰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女性明星表演文化代表，论述她们的

表演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深入探讨是什么因素在背后影响着表演文化以及为什么影响它的发生和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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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新时期以来，演员表演从某个角度反射着中国电影美学的现代化运动。女性电影明星的表演文

化，除了受到电影艺术创作的影响之外，也与政治、文化、电影工业等因素有关。对新时期女性电影

明星文化的研究，既是从表演角度阐释中国电影美学演变的文化意义，同时也为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

社会文化心理变迁提供影像表演的参照元素。本文将分别以潘虹、巩俐、章子怡和范冰冰作为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期、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和新世纪的女性明星表演文化代表，论述她们的表演特色和文化内涵，

同时也深入探讨是什么因素在背后影响着表演文化以及为什么影响它的发生和变化。

应该说表演不仅仅是艺术形态，也是一种 “社会趣味”，对于中国来说，它更是一种政治、文化和

传统相互博弈的结果。“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电影表演美学

也经历了戏剧化表演、日常化表演、模糊化表演、情绪化表演和仪式化表演等五个阶段。新时期电影

表演美学的发展和演变有其一定的内在逻辑，它不仅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体现宣传和教育的

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表演作为一种 “社会趣味”，也与社会

流行文化存在着互动的内在通道。社会流行文化是依靠流行人物体现出来的。流行人物是强势社会的

兴趣及其表达的意义争夺文化位置的过程。“它吸收社会最流行的表述，强调某些表述线索，再向文化

传递出有力的信息。某些经由大众文化而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口耳相传的人物形象，其形成过程之

中首先汲取大量存在的流行的话语中的元素，并在其建构过程中突出了某些线索；当类似角色／人物形

象形成之时，其自身就成为了强有力地向社会传递某种文化信息的 ‘中继站’。或者说，类似人物自身

便是使某种文化意义得以加强的空间。”［１］电影明星就是一种流行人物，它是一种 “表述的中继站”，它

受制于政治和美学的条件背景，但同时又传达出某种文化信息。

二

表演文化是一种政治符码，是政治趣味的影像符号。“文革”时期，“原先的社会主义卡里斯马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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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超化了，成为 ‘主题先行’、‘三突出’的人物概念，失去典型规范，‘绝对的阶级化’与 ‘绝对的

意志化’，即坚定的 ‘斗争哲学’，人格处于极致状况，成为超卡里斯马符码化。”［２］文革结束初期，

“一方面是否定 ‘文革’电影表演，另一方面又在下意识中延续了 ‘文革’电影的某些表演形态。自

然，这种批判是属于一种政治层面的，而非美学层面的。”［３］ “卡里斯马”代表权威意识形态，代表一

个时代的中心资源，对其他人物和符号予以规范。它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政治趣味的诉求。７０年代末

期女性电影表演文化的代表人物———潘虹，是古典主义美学的形象代言，端庄、清秀、智慧，既不张

扬、也不内敛的不卑不亢者，也成为代表一个时代女性电影表演的中心资源。

潘虹成为这一时期女性电影表演文化的代表，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严肃和庄重的古典主义政

治时期需要的明星形象是稳重而睿智，形象不能太艳丽，而是 “正气”、“温婉”、和 “智慧”；其次，

电影在这一时期仍被当作教化工具，也需要一种女性 “明星”的理性色彩，使女性明星具有一种社会

以及审美的引导性，颇有 “女仪天下”之意味；再次，在长期封闭之后，国门尚在初开，电影改革处

在技巧美学阶段，尚未触及电影的本体部位，表演审美依然深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

如同经典镜语体系一样，规范、体面而又和谐。潘虹在 《奴隶的女儿》、《沙漠驼铃》、《透过云层的霞

光》、《苦恼人的笑》、《漩涡里的歌》、《杜十娘》、《人到中年》、《寒夜》等影片中扮演的女性形象，

都具有大气而又规整的表演气质。在 《大众电影》召开的关于电影 《人到中年》的座谈会上，与会者

认为 “潘虹塑造的陆文婷含蓄、深沉、真实、有分寸。”潘虹的表演成功，一方面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

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观众的 “生理的和社会的要求”。陆文婷的角色使潘虹成为最受喜爱的电影明星，

的确有 “某种远远超乎个人魅力和艺术表演的范畴之外的东西”发生作用。潘虹的陆文婷形象 “表现

了某种一直深藏在他们 （即观众）内心里的情感、要求和欲望”，甚至可以说，潘虹创造的陆文婷，特

别是她的忧郁而美丽的眼睛，使从 “文革”恶梦中刚刚苏醒过来的中国人 “恢复了美的意识”，使他们

欣然接受潘虹———陆文婷的形象美。［４］

国家的政治文化需要稳重而睿智的明星，而观众在内心也期许这样的明星。可以说，潘虹作为七十

年代末期表演文化的代表人物是 “上”与 “下”的某种契合，是国家与人民的共同 “呼应”，同时，

也体现了政治趣味对表演文化的影响作用。倪震指出，陆文婷形象的悲剧性光彩的巨大魅力，来自十

年动乱中人民所经历的精神磨难，在一个羸弱的女医生身上的凝聚，在于她超负荷承担社会和家庭责

任之中的忍耐和献身的感情，和广大观众审美心理的相通。［５］正是这种５０年代教育的性格模式和中国

妇女传统美德的历史交融，以及这种交融中闪现的惊人优美品格和悲剧内涵，激化了８０年代中国观众

审美情感的巨大波澜。［６］ “文革”结束以后，电影表演美学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是戏剧化表演，潘虹在电

影中对角色的塑造是这一论点的最好例证。

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中国电影开始进行文化和美学改革，与此同时，电影表演美学也在进行着变

革。中国电影的改革使得电影创作正朝着个人化或者个体化的方向进行，因此，新时期电影女性明星

表演也从潘虹时代逐渐走向了巩俐时代。其中，刘晓庆是两个时代过渡的关键人物。刘晓庆真实、坦

荡和直率的性格，使她在表演上虽不像潘虹那样端庄、敏感和细腻，但却能准确把握角色强烈的情感

变化。“刘晓庆和潘虹，一个被蒙上了浓厚的明星色彩，为广大观众所倾心；一个埋头苦干、勤奋耕

耘，颇受学术界青睐。她们的个性亦迥然相异，一个坦诚直率，一个谨慎文雅。她们的创造也各不相

同，一个擅长捕捉人物外部性格并赋以鲜明的表现，而内心的体验略欠滋实深厚；一个则善于进入复

杂的情感体验，用变化万千的眼神与表情细致地刻画，而外部形体的表现力却稍欠灵巧与多彩。她们

俩路数不同，适应的角色也不同。相比之下，刘晓庆似乎对行动性强烈、情感跌宕大的角色更有把握；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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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虹则对内心世界复杂敏感、情绪细腻含蓄的人物更有驾驭力。”［７］

如果说潘虹的表演透示着时代集体期待的心理，刘晓庆的表演显现着时代改革的 “声音”，那么，

巩俐的表演则是代表着中国电影文化 “转身”的一个重要 “瞬间”。表演文化是文化启蒙的重要形象代

言，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寓言电影阶段，女性明星文化也发生了重要转型。这一时期，是新时期电影

表演美学经历的第二个阶段，即日常化表演。这里，演员的表演不再是塑造性格鲜明的角色或是推动

情节的发展，演员表演必须融合画面，人的表演成为一种符号。从这种意义上说，演员的表演已不再

局限在塑造性格和推动故事发展，而是要生成某种影像气势，以此与影片的风格相互吻合。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是中国文化艺术 “狂欢”的时代，电影也背负了文化启蒙的使命，因此，在演员的选择上就不需

要像过去那样庄重或漂亮，而是要求一种大气和个性，需要有特征、有性格，也就产生了８０年代表演

文化的代表人物———巩俐。

作为北方人的巩俐，在气质上虽不古典端庄，但颇具 “大将”风范。她在８０年代参演了张艺谋执

导的第一部电影 《红高粱》，在影片中饰演 “我奶奶”这一角色。巩俐塑造的 “我奶奶”既没有演绎

敏感细腻的心理状态，也没有将 “我奶奶”塑造成一个立体丰满的角色。在 《红高粱》中，巩俐的表

演是追随着导演对影片风格的要求，她的表演只是促发影片情感气势和风格形成的一种方式。美国电

影学者波布克称道：“在现代电影中，表演不仅是演戏。昔日的 ‘银幕名牌’已一去不复返或瞬间即逝

了。‘明星’的时代也随他们逝去了。今天，我们往往忘记了演员，但却记住了性格。”［８］这里，似乎可

以将这句话改成：观众往往忘记了人物性格，但却记住了影像效果。可以说，正是中国 “第五代”电

影导演的拓荒式的努力才让中国电影更加接近电影本体，让中国电影观众从影像开始认识电影，而不

是文学或者戏剧也可以塑造的人物性格。巩俐的表演不仅在电影表演气质上完成了从古典到个性的转

变，也为新时期中国电影表演美学的渐变起到推动作用。凭借 《红高粱》在国际上取得的成绩，张艺

谋似乎成了中国电影的某种 “指引”。导演的表演文化编码，又引导了社会美学的潜在编码，“巩俐”

明星文化也就成为了一种社会审美心理，在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 “巩俐”同类系列的 “谋女郎”。不论

是开始的章子怡，还是后来的董洁，在她们身上都出现了 “巩俐”的影子，在此基础上，年轻女孩也

纷纷模仿章子怡，“谋女郎”瞬间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导演的明星文化编码影响了大众的审美口味，

左右了年轻女孩对 “美”的选择和追求。

在此也不难看出，电影表演文化对于社会审美心理的导向作用。

四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中国电

影在时代浪潮之下，也开始了国际化征途。这一时期的电影表演文化的代表人物是章子怡，她代表着

美丽而天资的东方女性美感，体现现代和后现代的表演美学倾向。

１９９８年，章子怡在张艺谋导演的 《我的父亲母亲》中饰演清秀和纯情的招娣，从而被电影界以及

观众所熟悉。１９９９年，她出演李安执导的 《卧虎藏龙》中 “玉娇龙”这一角色，该片获得２００１年第

７３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让更多的世界观众对章子怡有所了解。２００２年以后，章子怡成

为张艺谋的武侠大片 《英雄》、《十面埋伏》的女主角，她也就成为张艺谋强势女性美学的形象代表。

２００５年，她受邀为第７７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最佳视觉效果”颁奖，成为继陈冲后又一位在奥斯卡奖担

任颁奖嘉宾的华人女星。此后，她又与巩俐、杨紫琼一起拍摄了斯皮尔伯格担任监制的 《艺妓回忆

录》，并因此片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从 “谋女郎”到华人国际女星，从张艺谋的强势女性美学

成为东方女性符号，再通过李安的转化，成为国际电影版图的 “东方神女”。李安曾经表示，“当初我

选角时，选的就是老中青三代的武侠皇后。６０年代的郑佩佩，八九十年代的杨紫琼，当然我心里希望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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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也成为新一代的武侠皇后，我期望她是第三代。”［９］

章子怡的表演更多演绎的是东方文化中的某个符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电影世界关注到章

子怡身上的东方特性，从而才成就了迈向世界银幕的章子怡，甚至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正是章子怡身

上神秘的东方元素满足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武侠世界的想象，章子怡的表演已虚化为某个符号。到了新

世纪，中国电影表演美学作为仪式化表演。李安的 《卧虎藏龙》是它的始作俑者，在此后一系列的武

侠大片中，章子怡是最具体和集中的仪式化表演代表。不论是 《卧虎藏龙》里的 “玉娇龙”，还是 《十

面埋伏》中的盲女歌妓，章子怡的表演都是在诠释东方文化，为世界观众创造着某种东方意象。“在视

觉和听觉的狂轰滥炸中，演员的表演成为电影文本中最为弱化的环节”，“其内心活动及其表情都不再

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服从服装颜色变化的需要，电影文本的主角是服装、布景和道具，这些符号代

表着忠、义和情。演员是人，但是，由于存在如同神灵一般的摄影、舞美和灯光，人就不再是人，而

是一个为了表现东方文化景观的人物符码。”［３］（１３０）

从另一方面而论，章子怡能够成为９０年代女性明星文化的代表，还因为社会表演审美需要知识性

和现代性的女性演员形象。９０年代关注电影的人群，大多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具有一定的知识积

累，因此，从受众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电影表演文化需要知识性的演员。同时，这一时期中国与国际

接轨加速，东西方世界期待彼此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中国电影也在慢慢脱掉 “红棉袄”，摘下 “红灯

笼”，因此，像巩俐扮演的 “我奶奶”、“秋菊”、“菊豆”等角色将无法再代表一个开放和蓬勃向上的

中国，章子怡的大方清秀、开放热情则成为中国电影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生动的银幕注脚。①

五

新的世纪以来，中国开始逐步建立电影产业，因此，电影明星突出地成为工业链条上的 “关键程

序”。形象是商品，明星只有拥有形象才体现出她们的价值。新的世纪，女性电影表演文化的代表人物

———范冰冰，是电影人偶化的形象代言。妖艳、天资，完全用偶像化形象征服一切。范冰冰代表了后现

代阅貌而非阅心时刻的到来。

中国进入新世纪后，物质生活越来越丰盛，同时城市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寻

求更多感官上的刺激，以此获得审美愉悦快感，从而达到缓解自身压力的目的。社会大众对平面化和

世俗化形象的追求，使得那些具有古典和知识特质的女性明星不再成为社会 “宠儿”，人们一味地体验

表层的美貌，不再去追求深度模式。分析范冰冰的演艺道路可以发现，她能够被社会大众接受并不是

完全依靠电影表演。如果说潘虹、巩俐和章子怡的表演各代表着时代的文化心理、艺术追求和东方意

象，那么，范冰冰的表演更像是她自身的 “宣传”。在娱乐盛行的年代，范冰冰本人成为社会消费对

象，社会大众在她身上更容易获取平民化与世俗化的心理感受，较之巩俐或章子怡这样的国际明星给

人的 “可望而不可即”，范冰冰更能够激起社会大众的情感想象。前些年，范冰冰的 “整容”风波使社

会大众再次对 “美”发出各种声音。詹姆逊指出，拼贴是后现代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韩国发

达的整容技术，“人工美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 “拼贴”的再现。美成为一切，女性明星的整容之举

也影响了社会年轻人的心理趋向，似乎每个人都能成为明星，每个人都可以 “表演”。表演，已经失去

了它应有的规范与严肃，它并不是被范冰冰打破，而是被范冰冰所代表的寻求平面化、娱乐化的社会

心理与市场需求击破的。

８７

①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７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曼哈顿的时代广场户外大屏幕不断播放。宣传片展示了各行各业的数十位
杰出华人，以 “智慧、华丽、勇敢、才能、财富”表现现代中国人的形象。作为开篇人物，章子怡等女性明星诠释了风韵独特的

中国美，被标榜为 “中国式美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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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所论，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的演变不是表演自身的事情，而是政治、文化和电影工业三者之间相互博弈

的结果，而且，从某种意义而言，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仍然属于精英文化产物，它也以自己的力量反

作用于社会，并且或隐或显地引领着社会审美趣味，同时，在电影以及电影工业领域产生一种导向意

义。［３］（１３２）潘虹代表的７０年代末期表演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她继承了上一辈电影人值得学习的部分，

却又清醒地从 “文革”时期 “高、大、全”的概念中抽离出来，为当时的中国电影观众带去了心灵的

抚慰，也为国家在那个时代的诉求进行了 “填空”；当历史的车轮转进 “中国电影改革”之路时，巩俐

以其傲人的姿态和张扬的气质演绎了中国电影的 “气势”，还给中国电影失去已久的 “影像话语权”；

章子怡是一个幸运儿，而幸运能够降临她的身上也是因为她具备了某些因素，她的开始似乎是对巩俐

的某种继承，然而，当她被看作 “中国献给好莱坞的礼物”时，当她成为期待中的 “第三代武侠皇后”

时，在西方人眼里，章子怡就是东方世界的某个意象与符码；新世纪的中国已经被全球瞩目，娱乐化

和电影工业的发展让明星成为消费产品，范冰冰因其冶艳的外表和大胆的作风成为娱乐的焦点及其市

场的需求。

纵观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女性明星文化，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继承，却又在颠覆和否定。女明

性星文化是社会审美心理、电影产业市场、导演的观念与演员的个性引导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是社会

情绪的反映以及时代心情的形象体现。中国电影正在朝着新的目标迈进，然而，在中国电影文化新的

发展中，电影与女性明星之间的关系仍旧暧昧不清，电影给予女性明星表达 “自我”的权力却又使她

们失去自我，电影被社会创作却又反过来作用社会。带着这样悖论似的疑问，女性电影明星将与中国

电影再次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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